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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

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的关键步骤之一。这一
方法论的本质要求，是激活史学遗产中那些优秀部分，使其融入

当今史学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为丰富和推动史学发展而发挥

积极作用。这是当今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为了探索这
一关键性步骤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本文以 “重民”思想和读史
“明道”为例，分别从历史理论层面和史学理论层面，作一点粗
浅的说明，借以和史学界同行共同讨论，推进这一重要学术步骤

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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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
大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 项目号: 18VXK006 ) 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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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总目标要体现三个特点: 一是继承性、民族性，二是原创性、时代
性，三是系统系、专业性。① 这表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首先必须在
继承性、民族性方面有所作为，因为这是 “中国特色”的基本要求和主要
标志。
对于历史学来说，这是面临着在新时代如何把史学遗产纳入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我们讲了很多年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教

学和科研的发展。但是，自觉地把“遗产”纳入当今的学科体系的构建中
来思考、研究，确是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习近平主席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
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

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②

这段论述表明: 从重要性来看，中化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

脉; 从研究工作来看，要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使

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从方法论来看，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而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本着这样的认识，史学工作者必将自觉
地把研究史学遗产同当今学科建设密切结合起来。一般说来，这种结合至
少要经历三个实际步骤: 第一，有系统地梳理史学遗产的存在状况; 第

二，从梳理过程中发现那些与当今历史学学科建设有密切关系的概念与观

念及相关成果; 第三，尝试着对这些概念与观念及相关成果作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使其融入当今历史学学科建设中来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推

动当今史学的发展。
上述三个步骤中的前两个步骤，史学界同行做了不少工作，笔者在有

关论述中也讲到过一些。而关于第三个步骤，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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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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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行新的探索。

二 关于历史理论方面的思考

对史学遗产中的优秀成果作创造性转化，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 一

是要讲清楚某一观念或某一成果所产生的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 二是要指

出这一观念或成果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融入当今历史学学科建设。
这里，先从历史理论方面作一点说明。 《古文尚书》的 《五子之歌》

篇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① 的说法，大意是把本 ( 即民) 稳固了，邦
( 指国家) 才可能安宁，而人君则是这里的主体。这里，就 《五子之歌》
所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来看，是关于君、民、邦三者之间的
关系: 君是统治者，为了“邦”的安宁，首先要“民”稳定好。其意托名
“太康失邦”，“述大禹之戒以作歌”② 等说法，后人多有异议，但其关于
君、民、邦三者关系的观念，尤其是 “民”的重要性，多为后人所关注。
在这个观念中，“民”不是主体，君为维护 “邦”的安宁而必须使 “民”
得以稳固而不乱。尽管如此，“民”的重要性还是凸显出来了。
在先秦思想家的论著中，这种“重民”的思想也很突出，《孟子·尽

心下》这样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 这里也是讲到君、社稷
( 国家) 、民三者的关系，但“民”排在首位，“君”放在最后。显然，在
孟子看来，三者之中，“民”是最重要的。这种 “重民”思想，在司马迁
《史记》及其以后的历史著作中，也多有反映，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是
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司马光在 《进书表》中写道: 《资治通鉴》 “专
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④。这
一撰述主旨，是司马光的撰述思想的集中表述。在这里，接受 《资治通
鉴》的宋神宗及其统治集团为主体，而 “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是同等
重要的两件大事。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继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发展之后继
续发展时期，其达到的成就多为近人所称许。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司马光
从纷繁复杂的史事中，极其鲜明地突出 “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两个重
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反映了这位史学家的深邃的历史眼光。

54

①

②

③

④

《尚书·五子之歌》，《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第 156 页。
《尚书·五子之歌》，《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第 156 页。
杨伯峻编著本《孟子·尽心下》，中华书局，1958，第 328 页。
司马光: 《进书表》，见《资治通鉴》附录，中华书局，1956，第 96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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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史学上还可以举出一些。这表明，在中国历
史上，“重民”思想是有久远的传统的。尽管它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也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但“重民”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不过我们也应当
看到，在以往的历史上，不论是把 “民”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还是把
“民”视为“国本”，以及把 “民”之休戚看作与 “国家盛衰”同等重要
之事，其中有一个政治前提也是始终存在的，即 “民”是人君、君主、皇
帝维护其政治统治的施政方针之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民”思想本
身必然带有避免不了的历史局限性。
对“重民”思想这一历史理论方面的珍贵遗产实行创造性转化，是有

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人们运用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历史、研究历史并联系现实的历史运动，进而对人民在
历史上的地位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提出本质上的认识。1944
年 9 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的文章中，阐述了中国共
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观、历史观。指出: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
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
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
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①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
1945 年 4 月所作的《论联合政府》中有这样的论断: “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 这一论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从本质概括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1945 年 5 月，毛泽东进
而指出: “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
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 ‘我是何等人物’!
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他进而
强调说: “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③ 毛泽东在一个月中间两次论述人民
的作用和地位，并说这种观念是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而划清了与历
史上“重民”思想的界限，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这表明，中
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视人民为历史的主人，这既是传统的 “重民”思
想转化的条件，也是其转化的归宿。可以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
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武器，驱除笼罩在传统“重民”思想四周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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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 10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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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
第 373 ～ 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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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君主” “皇帝”的神圣光环，使其获得新生，从而丰富了中国马克
思主义人民观的历史内涵。
历史的发展总是在推动着理论的发展。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成了

国家的主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的步伐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扩

大和深入，中国历史迈入新时代，“人民”这个伟大的名称在中国这块辽
阔的、生机勃勃的土地上，再一次升华，获得更深刻、更庄严的含义。习
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论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
略”时指出: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① 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人
民观的最新表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新发展。
当我们把问题提到当代认识的新高度时，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和践行

对史学遗产作“创新性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创造性发展”，
首先是明确发展的方向。所谓 “方向”，一是正确性，二是时代性，把握
住这两条，可以说是明确了发展方向。第二，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指导下，对史学遗产中的某个命题、某种观念或某一论著作新的解说，从
不同的方面对这一发展思想进行阐述，使其内涵更加丰富。如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表明，人民是历史进程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人民的利益

同国家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从国家层面来说人民乃是国家之本，等等。
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历史学学术体系构建中的继承性与

民族性特点。

三 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思考

上文是从历史理论方面举例说明，这里再从史学理论方面举例说明。
历史理论是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与此不同的是，史学理论是人

们关于史学这门知识或这门学科的认识，二者研究对象不同但又存在密切

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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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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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史学理论遗产。二十多年前，我们承担
了《中华大典》的 《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编纂工作。在
“史学理论总部”中，我们划分了史学功用部、史家修养部、史学方法部
和史学批评部，而于各部中又各划分若干子目。应当说，这种划分是带有
探索性的，比如，“史学功用部”分为史学与蓄德、史学与彰往察来、史
学与惩劝、史学与资治、史学与经世、史学与明道、史学与历史等七目。
其实，其中蓄德与惩劝相近，彰往察来与明道相近，资治与经世相近，这

种细分只是为了便于编次罢了。
以史学理论遗产为例，我们怎么认识和践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呢? 就以“史学功用”来说，它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历史上这方面的
名言、佳句所反映出来的观念亦时有所见。如唐太宗明确表示，“览前王
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①，“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②; 刘知幾指出: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③ 杜佑更是明确
宣示: “所纂 《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④ 顾炎武引用
唐人殷侑建议科举考试增设 “三史”科及 “三传”科之事，认为明朝
“若能以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⑤。
王夫之进而把问题说得更为具体、明白: “盖尝论之，史之为书，见诸行
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
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只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
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

固然矣。”⑥ 这一段话，对史学功用做了极好的概括。
显然，对于上述这些思想遗产，确有必要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激活其新的生命力，在当今史学发展中发挥作用。白寿彝先生在 20 世
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一方面谈史学遗产，一方面谈历史教育，而他的历
史教育思想蕴含着一种庄严的使命意识，他的许多论述，实质上就是自觉

或不自觉地在做着转化与发展工作。⑦ 今天，我们更应该高度自觉地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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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发展的工作做好。
这里，我们举史学功用部的一个方面即史学与明道的关系，略作分

析。历代史家与学人，多有论述史学对于人们明 “道”的作用和意义，重
在强调史学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主张的影响。“道”是中国思想史上
含义最复杂的概念之一。《老子》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① 这
是把“道”视为万物之本原。孔子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② 显然，这
里说的“道”是政治主张的意思。孟子则这样说: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
寡助。”③ 孟子是在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时说这番话的，有
学者把这里的“道”解释为孟子主张的 “仁政”，意谓好的治国主张。孟
子还说过: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④ 这同上文讲 “人和”是
有联系的。介于《老子》和孔孟之间的一种观点，认为: “道者，万物之
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⑤ 这表明，“道”是万事万物生成变化的法则，
是无数事物生成变化的依据。关于道，还有其他一些观点，上述三种观点
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后两种观点在史学上比较常见，应是我们关注的

重点。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不止一次地讲到 “道”。他在回答

上大夫壶遂的问题时，说道: “夫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际。”他在提到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各有著作以及
“《诗》三百篇”时，认为这是“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⑥。这里说的 “三王之道”，是 “三
王”治理社会的主张; 而“不得通其道”的 “道”，当是指人的社会思想
或学术见解，二者有一定的相近之处。
宋代思想家、史学批评家叶适认为: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无古今。

至学之则不然，不深于古，无以见后; 不监于后，无以明前: 古今并策，

道可复兴，圣人之志也。卓然谓王政可行者，孟子也; 晓然见后世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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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老子·二十五章》，《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第 14 页。
《论语·卫灵公》，杨伯峻译注本，中华书局，1958，第 177 页。
《孟子·公孙丑下》，杨伯峻译注本，中华书局，1960，第 87 页。
《孟子·尽心下》，杨伯峻译注本，中华书局，1960，第 329 页。
韩非: 《韩非子·解老》，《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第 107 页。
司马迁: 《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第 3297、3300 页。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难，不可不审也。”① 在笔者看来，叶适讲的
前一个“道”贯通古今，指的是法则; 后一个 “道”指的是 “圣人之
志”，指的是治理社会的主张及其践行。清代思想家、史评家龚自珍极看
重史学，多有这方面的评论，他在史评文章 《尊史》中指出，史者之尊在
于深于史而明察社会、国家，最后写道: “尊之之所归宿如何? 曰: 乃又
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 曰: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
史。此非我所闻，乃刘向、班固之所闻。向、固有征乎? 我征之曰: 古有
柱下史老聃，卒为道家大宗。我无征也欤哉?”② 龚自珍提到刘向、班固，
其实他比刘向、班固所论要深刻得多。他又归结到老聃，但他并非在讨论万
物之本原，也不是在讨论韩非所说的“万物之所然也”。从《尊史》全文来
看，龚自珍正是说的史学及其与社会之所然也的问题，即其中的法则、规
律，人们为了认识这一法则、规律，首先必须研究和认识历史。从这个意义
上说，《尊史》这篇短文，是一篇阐述历史哲学的大文章。
自司马迁以后尤其是两宋以后，许多史家和学人都谈到史学与明道的

关系，反映了这方面的思想遗产是很丰富的。因此，我们在运用唯物史观
考察它们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本来意义的基础上，对它们作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也就有了更多的条件和更大的空间。在现代汉语中，“道”
可以作为方向、方法、道理来理解，这同孔子、司马迁说的 “道”比较相
近，就是同孟子说的“道”有“仁政”或“仁”的含义 ( “得道多助，失
道寡助”) ，也相去不远。毛泽东曾在 1970 年发表了著名的 《全世界人民
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 “5·20 声明”) ，其中就引了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名言③，给我们作“转化”“创新”工作以深
刻的启示。
如前所述，古代史家与学人所言之 “道”，往往带有后人所言法则、

规律的含义，毛泽东在讲到认识规律的方法论时，同样给予我们极大的启

示。他指出: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
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④ 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认识历史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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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卷 19《史记一》，中华书局，1977，第 269 ～ 270 页。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 81 页。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 586 页。
毛泽东: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 节选)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
出版社，1999，第 106 页。



说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对于认识规律的关键作用。显然，运用这一方法论来看待史学上的 “史学
与明道”的种种说法，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并对其作 “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进一步丰富当代史学理论的内涵。举例来说，龚自珍的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名言，由此而被激活获得新的生命力。

* * *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需

要史学界同仁共同致力于此，才能有所建树。这一学术工程首先要体现继
承性、民族性，这是由工程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继承性、民族性的关键所
在，在于对学术遗产中的优秀部分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做到并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了解学术遗产

的面貌，二是要对当前学术发展态势有较全面的认识，三是要对学术前景

有所判断。这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需要集体的努力和团队精
神。这篇短文只是把问题提出来，用举例的方法作粗浅的说明，希望能够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完成这一重要的学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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